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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匹配的变迁： 

社会开放性的视角* 
 

 

李  煜 
 

提要：本文以择偶配对的内婚性程度作为社会开放性指标，使用中国综

合调查 2006年数据，通过对婚姻先赋性和自致性匹配在各历史时期的变化

的实证考察，评估不平等结构代际传递的过程和趋势。本文在理论上对两种

匹配强度组合和代际不平等结构传递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并相应在模型上使

用双配分析方法以控制代际流动的影响，技术上实现对婚姻配对独立净效应

的估计。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婚姻自致性匹配度的大幅度提高，自致性匹

配呈现倒 U型的小幅波动。这一结果暗示当前不平等结构传递的特征为“父

系再生产强化”模式，而社会开放性程度可能将有所下降。 

关键词：社会开放性  婚姻匹配  双配模型 

 

社会开放性 (Societal Openness)是长期受关注的社会学研究主题

之一。开放的社会是指，社会结构中各主要群体间的边界是模糊的、

可渗透、易穿越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制度变迁，深刻地影响着社

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但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是正走向开放还是封闭，

仍然处于争议之中。市场乐观派认为，市场打破了旧分层秩序，为社

会成员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如 Nee，1996）。而另外一些学者

则强调权力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逻辑下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如李路

路，2006），或者得出社会已经“断裂”的结论（孙立平，2002）。 

对于社会开放性，长期以来的研究传统是将代际社会流动作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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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指标。而在最近 20 年，一些学者尝试从婚姻地位配对的角度来

研究社会开放性，婚姻匹配度成为衡量社会开放度的新指标（Ultee & 

Luijkx, 1990）。本文将通过对婚姻匹配在各历史时期变化的实证考察，

为中国社会的开放性走向之谜从另外一个侧面提供一个经验回答，并

试图勾勒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特征。 

一、婚姻匹配与不平等结构再生产 

婚姻匹配，即“谁与谁结婚”，社会学家经常从“阶层内婚制”的角

度来讨论夫妻匹配模式，是指人们在择偶时遵循从相同或相似的阶层

群体内挑选配偶这一婚配模式（张翼，2003）。 

在传统社会的择偶实践中，处于较高社会阶层地位的家庭通常会

鼓励子女在本阶层内部通婚，强调“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念，以“媒妁之

言”“父母之命”甚至“包办婚姻”的婚姻制度安排对后代的择偶行为予

以控制，有意无意地设置婚姻壁垒阻止下层社会成员的“高攀”行为。

在这个意义上，婚姻关系的建立也就成为维持现有社会结构、增进阶

层内部团结的工具（Goode，1959），甚至被认为是阶层凝聚力和认同

形成的重要基础，是阶层代际传递和再生产的主要机制之一（Haller，

1981）。 

在现代社会，“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和自由恋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

心，加上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令地域流动和社会地位流动日益频

繁，传统的择偶控制手段已经难以奏效。所以现代化理论预期，传统

婚姻的阶层内婚制特征将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式微。而阶层内婚性

的削弱，意味着阶层界限的模糊、阶层间的融合和社会开放性程度的

提高。在这个意义上，婚姻配对的内婚性程度，与代际的社会流动性、

以及阶层间社会交往程度，一起构成测量社会开放性程度的三大主要

指标。 

西方学界对婚姻配对研究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Glass，1954；

Lipset & Bendix，1959），其核心的问题是，择偶的内婚性是否随着现

代化过程而被削弱。在研究策略上，卡米金（Kalmijn，1991）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他模仿“地位获得模型”（Blau & Duncan，1967）的理论

框架，区分了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种婚姻配对：先赋性匹配比较择偶双

方的家庭背景，看是否“门当户对”，它是从代际阶层再生产的角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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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社会的代际开放性程度；自致性匹配是从婚姻当事人个人的角度，

看婚姻双方在职业、教育等方面是否“般配”，侧重考察新一代阶层的

建构过程及其固化程度（李煜、陆新超，2008）。 

本文试图强调的是，婚姻匹配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自

我建构、复制和再生产过程。婚姻双方社会地位的匹配与否，对社会

结构的强化、延续或重构均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当人们在择偶时遵循

从相同或相似的阶层群体内挑选配偶这一同类婚配模式（Homogamy）

时，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将完整地在下一代家庭的地位结构中被复

制出来，婚姻不但没有起到削弱个体间不平等程度的作用，而且将通

过代际传递将既有不平等结构复制、传递给了下一代；而如果婚姻双

方的社会地位是随机匹配的话，以新建家庭为构件的新不平等结构，

其不平等程度将明显降低。这将减弱上一代不平等结构向下一代的传

递和延续，从而冲击和解构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在这个意义上，

婚姻双方社会地位的匹配程度不仅是评估社会结构开放度的有效指

标，而且是研究不平等结构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代化理论曾经乐观地预测：因为工业化和爱情的作用，现代社

会将在先赋性和自致性匹配上均将下降（Treiman，1970；Kerr，1983）。

但现实可能并非如此，这两种类型的般配可能出现方向不同的变动趋

势，即有可能发生一种配对增强的同时，而另外一种配对强度在下降。

因此笔者认为，先赋－自致框架的分析张力不仅在于将原来含混的阶

层内婚概念进行了有效的澄清和区分，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对这两

种匹配的发展趋势和强弱组合的分析，进一步讨论其对不平等结构在

代际传递的后果，这为讨论社会开放性的现状和趋势开拓了一个新的

分析空间。而这一点，据笔者的所知，在中外文献中均未曾有充分的

讨论。两种匹配强度和代际不平等结构传递的关系如表 1所示： 

 
表 1   不同配对类型强弱趋势组合下的不平等结构后果 

  
先赋性配对 

（门当户对） 

自致性配对 

（般配） 

双重分割 强 强 
 

结构固化 

复制 强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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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 弱 强 

结构弱化 弱 弱 

 
当一个社会婚姻匹配的状况是先赋性配对很强、自致性配对也强

的情况下，以新一代家庭为基本元素的社会结构将出现双重分割的特

征：上一代的不平等分割完全保留，新一代的不平等分化得到强化。

如果我们把社会成员简化类分成精英和大众两个群体，那么在这种体

制下，将形成 4个通婚圈：分别是精英家庭出身的新一代精英相互通

婚，精英出身但沦为大众的子女间相互通婚，大众出身的精英相互通

婚、大众的大众子弟通婚。这 4个通婚圈正好是以家庭出身是否精英、

第二代是否精英交叉割裂，即按照先赋性和自致性两个维度分割，故

称为“双重分割”。同理，如果一个社会的先赋性和自致性配对均弱，

就是“结构弱化”，社会不平等格局将因为婚配双方的异质性而被逐渐

削弱。 

当先赋性配对强、自致性配对弱的情况下，在新的不平等结构中，

上一代的阶层分割完全没有打破，但新一代的阶层固化被遏制。所以

只有 2个通婚圈，原来精英的子弟间通婚，原大众子弟通婚，这时只

存在一个分割，就是是否出身于精英家庭。这个分割完全是依据家庭

出身的分割，是旧分层格局的“复制”。 

而当先赋性配对弱、自致性配对强的情景下，上一代地位分割被

完全打破。即无论出身如何，婚姻配对以新一代的阶层分化为依据，

因而新的分层结构被强化，旧分层格局弱化。这时婚配圈也只有两个，

它完全依据新一代是否成功、是否成为精英来划分，而不计是否出身

于精英。新一代的不平等结构因此“替换”上一代旧分层结构。 

对于门当户对和般配强弱程度的不同组合，其社会不平等传递的

效力也是不同的：“双重分割”“复制”和“替换”均属于结构代际强化或

固话的一种形态，复制是重复上一代的不平等结构，替换是以新生成

的不平等代替旧结构，而双重分割则重叠了新旧两种不平等结构。只

有在门当户对和般配两种配对性都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的不平等将

因为婚姻而有所下降。 

以上理论类型的划分试图描绘择偶配对方式强弱组合下的结构

化后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假定，即这个社会存在

一定数量的代际流动。如果一个社会是类似印度种姓制度那样极端固



社会学研究 

 5 

化的情景下，因为两代之间社会地位的高度一致性，导致讲求门当户

对也就是追求般配，在这个意义上，“双重分割”和“替换”都将变成“复

制”模式。虽然我们可以认为，一般情况下，一个社会必然存在一定数

量的代际继承，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代际继承的水平（或者说代际流

动的水平）是可能发生上下波动的，这将令我们难以分辨所观察到的

婚姻匹配是代际继承变化的后果还是匹配强度的真实改变①。我们必

须能在技术上对代际继承的效应予以有效控制和估计，才能真正分辩

出先赋－自致配对的独立净效应，并结合相应代际继承状况，进而真

正有效地描绘其结构后果和变迁的趋势。本文的研究企图即在于，技

术上实现对配对的独立净效应的估计，一方面作为测量当前社会开放

性的一个指标，另外一方面通过对个历史时期该效应变动的展示，为

未来不平等结构的趋势提供预测的参考。 

二、社会背景和研究假设 

1949年后的中国可以粗略划分为两个阶段，以 1978年十一届三

中全会为界，前 30年是以“再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

形成和确立，后 30 年是改革逐步推进、市场化原则日益渗透到经济

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用了不到 10年的时间完成了“社会主

义改造”，实现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形成一整套社会主义体制

下的分层制度。与工业化市场国家不同, 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下社会分

层秩序的特征是，资源的分配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而由国家依据政策

或需要在不同的地区、经济部门和各种组织类型间而由上至下的进行

配置。而且，各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与市场经济下职业分层体系

不同，专业技术人员的报酬偏低，党政干部则处于分层体系的上端。

在这一体制下，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生活机会不仅受其职业影响，还取

决于其所在地区、所工作的单位类型和级别，以及个人在政治分层体

系中的地位（边燕杰等，2006）。 

                                                        
①

 当代际流动水平和婚姻匹配的先赋-自致模式同时变化时，社会结构将呈现更为复杂的变迁结

果。而且，在社会继承水平较高的社会，自致性匹配程度可能会被高估。比如在传统社会代际

流动性缺乏的情况下，观察到的较高夫妻间自致性般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先赋性门当户对配对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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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市场化改革之后，社会分层格局发生了两方面的巨变，一

是随着市场经济原则的逐渐确立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人力资本对个

人的收入回报增加，终身雇佣的“铁饭碗”被打破，各职业的社会经济

地位结构越来越向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趋同。于此同时，以收入差异为

指标的经济不平等迅速上升，从原来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 

社会（Parish，1984）转变成社会分化十分明显的国家之一。从历年

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动中可以发现，收入差异迅速拉大是发生在 1992

年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之时（陈宗胜，1991，2000；李实， 2003）。

有学者将改革前后社会分层秩序变迁的特征归纳为从“政治分层”向

“经济分层”的转化（李强，1997）。 

为了更清晰描绘改革进程中的变化，本文把 1949年后分为 3 个

时期，分别为改革以前（1949-78)、改革初期(1979-92)和改革深化时

期(1993至今)。以 1992年邓小平南巡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为改革两个阶

段的节点。前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在后一阶段，市

场原则不但得到政治合法性，而且非国有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这样划

分时期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改革初期和深化时期来把握市场化渐进

进程对择偶般配的影响，同时也与改革前相对比，展示不同分层秩序

下，择偶匹配模式的不同。 

在婚姻择偶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以“门当户对”为特征

的先赋性配对，并曾经主要以“包办婚姻”的方式实现家庭和家族对子

女择偶的控制（Whyte & Parish，1984）。在共产党执政后的第 2年（1950

年），颁布了新婚姻法，确立了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的原则，反对包

办婚姻，禁止买卖婚姻、纳妾、童养媳和换亲等。在其后的 10 年，

新婚姻法在全国得到了有力的推行和实施。年轻人，特别是女性，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婚姻自主性，家长对子女婚姻的控制能力下降

（Meijer，1971）。但在这一时期，国家通过单位体制对个人私生活有

一定的控制。现有研究表明，单位对择偶的直接干涉总体上不多，但

制度化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强化了政治身份的门当户对：

如阻止党团员、干部、军人、机要人员、“培养对象”不要与出身和成

分有“污点”的异性交往结婚（李煜、徐安琪，2004）。 

改革后，单位逐渐放弃了对个人私生活的行政控制，市场化进程

也促进了社会成员的地域流动和地位流动。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私

人空间，择偶过程不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成为个人的选择，爱情

在择偶过程中的作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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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社会状况，择偶匹配上的同质性变迁处于市场化变迁和

浪漫爱情两种不同力量的张力之中，并可以相对应地提出两个相悖的

研究假设： 

 

（（（（一一一一））））市场化变迁影响假设市场化变迁影响假设市场化变迁影响假设市场化变迁影响假设 

有研究提出，在市场转型和机会竞争加剧的条件下，社会结构将

走向封闭，阶层间的壁垒得到强化（Gerber & Hout，2004）。从中国

改革前后社会结构变迁来看，人们在越来越多地获得自主性和独立性

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原单位体制所给予的庇护，社会个体和家庭直

接面对和承受着市场化进程造成的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和不断增加

的市场风险，这会给婚姻当事人带来相当的现实压力。我们有理由预

期在择偶过程中，为了应对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性市场和高度分化的

社会环境，为未来的家庭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尽可能好的生活机会，婚

姻双方将比以往更慎重地考察对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事业发展潜力，

而教育无疑是其中最好的指标之一。已有研究使用 2000年人口普查

资料已经清晰地展示，在 80 年代以后，婚配当事人双方的教育般配

出现快速增强的趋势（李煜，2008）。对此，于是有 

研究假设 1：随着改革进程，择偶的同质性将不断上升； 

研究假设 1亦可以具体细化为： 

研究假设 1a：先赋性配对的同质性，在三个时期中不断上升 

研究假设 1b：自致性配对的同质性，在三个时期中不断上升 

 

（（（（二二二二））））浪漫爱情假设浪漫爱情假设浪漫爱情假设浪漫爱情假设 

浪漫爱情的盲目性是对现存社会结构的潜在威胁，所以在传统社

会的择偶实践中，强调“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念，以“媒妁之言”“父母之

命”甚至“包办婚姻”的婚姻制度安排对后代的择偶行为予以干涉

(Goode, 1959)。按照现代化理论的预期，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

地域流动频繁、传统的包办婚姻式微，将减弱了家庭对子女择偶的控

制，异性青年社会交往的范围和频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同时，随

着“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和自由恋爱的观念深入人心，基于浪漫爱情的

择偶将成为婚姻的主要形态。教育、收入等虽然仍然是择偶的重要标

准，但情感性、心理性的因素越来越重要，人品、个性、兴趣相投、

有共同语言等成为婚姻的重要前提。所以，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单位

和家庭对个人择偶控制的进一步减弱，年轻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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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现代化，在浪漫爱情的假设下，婚姻匹配的同质性水平应该出现

下降的趋势(Ultee & Luijkx，1990; Smits et al.，1998)。所以有与研究

假设 1相对立的 

研究假设 2：随着改革进程，择偶的同质性将不断下降； 

研究假设 2a：先赋性配对的同质性，在三个时期中不断下降 

研究假设 2b：自致性配对的同质性，在三个时期中不断下降 

三、数据和模型 

本文使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6）的资料,以择偶双方的教育成就和父亲阶层为指标，展示

各时期择偶匹配的变迁状况。整理数据后得到有较完整初婚资料的加

权样本共 8014对夫妻。并根据中国社会状况将初婚年份划分为三个

时期：改革以前（1949-78)、改革初期(1979-92)和改革深化时期(1993

年 2006)。家庭背景以父亲的阶级（非体力、体力和农民）为指标，

夫妻的配对以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为

指标。 

与传统单配方法（single-trait model）孤立地分析先赋性或自致性

匹配不同，本文采取双配分析模型（dual-trait model）,将这两个匹配

维度置于同一个模型中同时进行分析和估计。这一模型的优势在于，

它在技术上实现了有效地控制代际继承因素、分解先赋性、自致性匹

配各自的独立影响，得到对婚姻匹配程度及变动状况的可靠估计

（Uunk & Ultee，1994, Uunk 1996）。见下图： 
 

图 1  单配与双配分析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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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上而言，传统单配分析在加入时期间变动后（period layer）

是独立的两组三维表，而双配分析则是包含丈夫文化程度（H）、妻子

文化程度（W）、丈夫家庭背景（F）、妻子家庭背景（M）和结婚年代

（C）的 4x4x3x3x3的五维表。模型定义如下： 

log( ) H W F M C HC WC FC MC
ijklc i j k l c ic jc kc lc

HW HW FM FM FH FH MW MW MH MH FW FW
c ij c kl c ki c kj c li c kj

F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φ ψ φ ψ φ ψ φ ψ φ ψ φ ψ

= + + + + + + + + +

+ + + + + +
 

……………………………………………………… (公式 1) 

公式 1的第 1行表示分结婚年代的各变量边缘分布，第 2行以对

数相乘层阶效应模型(log-multiplicative layer-effect model, Xie，1992) 

来捕捉四个变量间 2维交互的关联模式（ψ）和时期间 2维关联水平

的相对变动状况（φ ）。 公式 1中各项 2维交互的含义分别是：HW

和 FM 代表自致性和先赋性配对的同质性程度（Homogamy），FH、

MW 分别代表丈夫和妻子的代际继承性（ intergenerational 

reproduction），MH、FW代表个人自致成就与婚姻对方家庭背景的交

换效应（exchange-effect）（Uunk，1996：23-24）。 

公式 1所代表的模型，其优势在于可以估计双配分析中所有的 2

维关联度，但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先赋性和自致性配对的时期变动情

况，所以希望能完全控制代际继承性的作用。出于这个考虑，计算时

同时估计了公式 2模型，并通过对两者的比较，获得可靠的结论。公

式 2是： 

log( ) H W F M C HC WC FC MC
ijklc i j k l c ic jc kc lc

FHC MWC HW HW FM FM MH MH FW FW
kic ljc c ij c kl c li c kj

F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φ ψ φ ψ φ ψ φ ψ

= + + + + + + + + +

+ + + + + +

………………………………………………………………（公式 2） 

公式 2与公式 1的差别在于，以丈夫和妻子双方的家庭背景、本

人教育获得和结婚年代的三阶交互效应（
FHC
kicµ
和

MWC
ljcµ
）取代原来的

FH FH
c kiφ ψ

和
MW MW
c kjφ ψ

估计，这样就完全控制了代际继承的作用。另外，

为了得到对代际继承性时期间变化的可靠估计，我们也估计了在控制

了四项 Homogamy和 exchange-effect与初婚年代的三阶交互效应后

（公式 3），丈夫和妻子的代际继承性的变化（
FH
cφ
和

MW
c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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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 H W F M C HC WC FC MC
ijklc i j k l c ic jc kc lc

FMC FWC MHC HWC FH FH MW MW
klc kjc lic ijc c ki c kj

F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φ ψ φ ψ

= + + + + + + + + +

+ + + + + +

………………………………………………………………（公式 3） 

四、模型选择过程和结果 

本文模型使用 Lem软件计算（Vermunt, 1997），表 2报告了模型

选择的过程，模型选择的思路是从独立模型开始，引入各项效应及其

时期变动后，形成全模型。再对全模型进行精简，以最少的自由度消

耗取得最大的解释力。具体而言就是以全模型(full model)为基准

（baseline）用向后选择的方法（backward method）对各 cφ
逐个进行

诊断，不显著的 cφ
项予以剔除。需要强调的是， cφ

项不显著并非意

味着该效应不存在，而是表示该效应在三个时期间的变化不显著。 

 
表 2       家庭背景匹配与教育匹配的双配趋势分析（1949-2006） 

 模型 2L  自由度 BIC 备注 

1 独立模型独立模型独立模型独立模型     

 C+ W+ H+ M+ F 9963 419 6198  

      

2 边缘分布边缘分布边缘分布边缘分布*同期群同期群同期群同期群     

 (1)+CH+CW+CF+CM 7508 399 3922  

      

3 双配趋势分析双配趋势分析双配趋势分析双配趋势分析     

a 
(2) + fluctuation in all association 

(varied
cφ ) 

469 350 -2677 
全 模 型 

(公式 1) 

b (3a) + constraint M W
cφ =1 469 352 -2695  

c (3b) + constraint F W
cφ =1 470 354 -2712  

d (3c) + constraint M H
cφ =1 477 356 -2723 最佳模型最佳模型最佳模型最佳模型 

e (3d) + constraint F H
cφ =1 502 358 -2716  

f (3d) + constraint FM
cφ =1 501 358 -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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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3d) + constraint H W
cφ =1 519 358 -2698  

      

4 双配趋势分析双配趋势分析双配趋势分析双配趋势分析（（（（Saturated FHC & MWC））））  

a 
(2) +FMC +MWC + fluctuation in HW 

FM MH and FW association 
422 330 -2545 

全 模 型 

(公式 2) 

b (4a)+ constraint M H
cφ =1 423 332 -2562  

c (4b)+ constraint F W
cφ =1 424 334 -2578 最佳模型最佳模型最佳模型最佳模型 

d (4c)+ constraint H W
cφ =1 463 336 -2557  

e (4c)+ constraint FM
cφ =1 448 336 -2572  

      

5 双配趋势分析双配趋势分析双配趋势分析双配趋势分析（（（（Saturated HWC FMC MHC & FWC））））  

a 
(2) +FMC +MWC +fluctuation in FH 

& MW association 
410 308 -2359 

全 模 型 

(公式 3) 

b (5a) + constraint M W
cφ =1 411 310 -2376 最最最最佳模型佳模型佳模型佳模型 

c (5a) + constraint F H
cφ =1 423 310 -2363  

 
表 2中模型 1是独立模型，模型 2加上了初婚时期与各变量的交

互效应，控制了边缘分布的时期间变动。模型 3a是全模型（full model），

即公式 1，模型包含四个变量间六项的关联ψ 及其时期间变动参数

cφ
。模型 3b到 3g是检验六项 cφ

时期间变动是否显著，模型选择主

要是依据 BIC 是否为更小的负值，以及嵌套模型(nested model)间
2L

（Log-likelihood Ratio）差异的
2χ 检验，结果交换效应（

FW
cφ
和 

MH
cφ
）

①和妻子的代际继承性（
MW
cφ ）时期间无差异。模型 3d是最佳模型。 

为了完全控制代际继承对同质性和交换关系估计的影响，模型 4a

（公式 2）以丈夫家庭背景（F）、丈夫教育程度（H）和初婚时期（C）

                                                        
① 
比较模型 3c和 3d，模型间

2L 差异是边缘显著（
2χ =6.805, df=2, P=0.033）, 但依据模型 4b和

4c的
2L 比较，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继承效应未被完全控制的结果，故依据 BIC选择原则选择模

型 3d，并判定
FW
cφ
时期间变化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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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维完全交互项（
FHC
kicµ
）取代公式 1 中的对数相乘层序效应项

（
FH FH
c kiφ ψ

）。同时对妻子的代际继承也做了同样的处理，以
MWC
ljcµ
取

代
MW MW
c kjφ ψ

项。模型选择的思路同上，最后模型 4b确定为最佳模型，

表明两项交换关系的时期波动（
MH
cφ
和

FW
cφ
）均不显著。 

为了得到对代际继承性的可靠估计，最后模型 5（公式 3）将同

质性和交互关系的四项均以三维完全交互项（
FMC
klcµ
、

FWC
kjcµ
、

MHC
licµ

和
HWC
ijcµ
）表示，结果表明妻子的教育成就与其家庭出身之间的关联

性在三个时期间无差异（
MW
cφ

=1）。 

对三组模型的模型选择过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无论是先赋性的“门当户对”匹配，还是自致性的“般配”，三个时

期间的匹配程度（
HW
cφ
、

FM
cφ
）均有显著的变化； 

男性代际继承性的时期间变化（
FH
cφ
）显著，而女性（

MW
cφ
）不

显著； 

在双配分析中的六对关系中，两项交换关系（
MH
cφ
和

FW
cφ
）在三

个时期间的变动均不显著。 

存在显著时期间变动的参数 cφ
的估计情况如表 3所示，是根据表

2中的最佳模型估计的。 

 

表3      家庭背景和教育匹配的参数估计 (基于表2相应模型) 

marriage period Model 3d Model 4c Model 5b 

Educational Homogamy(
HW
c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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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8（参照组） 1.000 1.000  

1978－1992 1.169 1.138  

1993－2006 1.567 1.522  

Homogamy of social origin(
FM
cφ ) 

1949－1978（参照组） 1.000 1.000  

1978－1992 1.232 1.217  

1993－2006 .920 .899  

Reproduction effect (male 
FH
cφ ) 

1949－1978（参照组） 1.000  1.000 

1978－1992 1.310  1.267 

1993－2006 2.606  2.208 

    

 

表 3的统计结果表明： 

（1）文革以来，择偶双方的教育匹配度
HW
cφ
呈明显而稳定的上

升趋势。在模型 3d中，当以改革前时期（1949－1978）为参照组
HW
cφ

取值为 1时，改革初期的
HW
cφ
上升到 1.169，到 1992年后迅速上升到

1.567。这一趋势在模型 4c的再次得到验证，也与根据 2000年人口普

查资料所计算的教育匹配度变迁相一致（李煜，2008）； 

（2）初婚夫妻间家庭背景的匹配（
FM
cφ
）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

的倒 U型过程，即三个时期中以改革初期(1979-92)为最高，但波动幅

度不是太大。这得到了模型 3d和模型 4c的重复验证； 

（3）男性的代际继承，即丈夫家庭背景与自身教育成就的关联

性（
FH
cφ
）有明显的持续增强，而且继承性在 1992年后的增强幅度

很大，从改革初期的 1.267增加到 92年后的 2.208。而女性的代际继

承和两个交换效应在时期间的变化不显著，故在表 3中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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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讨论 

（（（（一一一一））））择偶匹配的模式择偶匹配的模式择偶匹配的模式择偶匹配的模式 

经验数据的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1a，择偶自致性匹配的同质性在

三个时期间持续上升，但先赋性的匹配结果并未如研究假设 1b 所预

期的那样持续下降。起伏虽然不大，但还是明显呈倒 U形的波动。造

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改革前后不同的社会分层秩序 

跨时期比较的统计分析有一个暗含的假定，那就是，模型所使用

指标的效度和信度在不同的时期都是前后一致的。如果该指标在不同

的时期其理论含义、或测量的准确性存在差异的话，模型的结果就会

失真、乃至误导。本文的模型虽然使用的是本研究领域通用的指标

——文化程度和社会阶级——作为社会地位的测量。但正如前文所描

绘，在“再分配”体制下，社会分层的格局与工业化市场国家存在一定

的差别，户籍、单位类型和政治身份都对个人的生活机会有重要影响，

而教育水平和职业阶级的作用相对市场化社会要弱。这使得仅仅以这

两个指标为基础的模型，在展示改革前中国社会择偶状况时，可能会

低估当时的匹配同质性。当时教育水平不高的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地

位与非体力阶级的差别不大。在一个“去分层化”的社会，婚姻的地位

匹配将更多地体现在其他方面。那些是这两个地位指标所未能有效涉

及的内容，比如当时人们重视的单位所有制类型的匹配（全民所有制

的女性不愿下嫁集体所有制的男性），就无法从中得到体现。所以，

当自致性和先赋性匹配在改革前表现出低同质性的时候，并不代表当

时的青年在择偶时较少地考虑匹配同质性，而可能是所使用的地位指

标无法把握两种分层秩序的差异和变迁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改革

初期（1978-1992）比改革前在自致性和先赋性匹配上的提高，可能只

是说明教育和职业阶层指标对旧分层秩序并不敏感，而更适合改革后

市场化社会的状况。 

2.市场化进程中的匹配同质性 

在比较改革初期（1978-1992）和改革深化时期(1993-2006)时，分

析发现自致性匹配上升，而先赋性匹配下降。前者支持了研究假设 1a，

后者则支持研究假设 2b，这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在贫富分化的分层

格局下，自致性和先赋性匹配在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其原因有待

进一步考察。这里作者一个的初步猜测是，这是青年男女在市场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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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压力和浪漫爱情之间找到的平衡，采取侧重恋人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潜力、而对其家庭背景则并不强求的择偶策略。而且，1992年后先赋

性匹配下降在数量上并不大，说明家庭背景在择偶过程中仍然发挥着

重要作用。 

 

（（（（二二二二））））不平等结构传递的特征不平等结构传递的特征不平等结构传递的特征不平等结构传递的特征 

 本文考察先赋性和自致性匹配变迁趋势的目的，是在于对中国社

会开放性变迁做一描绘，并试图揭示不平等结构代际传递的特征。经

验研究的结果并没有对 30 年市场化进程下社会开放性提供一个简单

清晰的回答。正如上文所指出，先赋性和自致性匹配的演进呈不同的

趋势。从简单的数量关系上讲，自致性匹配度的提高幅度更大，而自

致性匹配下降有限。如果一定要一个简单（也许是过分简化的）回答

的话，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暗示中国 30 年来的开放性程度是有所下

降的。 

 按照表 1的理想类型划分，当先赋性配对减低、自致性配对增强

时，社会不平等结构的代际传递将趋向呈现“替换”的形态。“替换”的

含义是新一代的不平等结构取代旧的结构。但完全“替换”的发生有一

个前提假设，即假定代际间（父子或父女间）完全不存在社会地位的

继承。只要存在代际地位的继承，就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替换”。“替换”

的程度取决于代际继承的强度，如果代际继承性强，上一代的不平等

结构被“替换”得就越少，反之，则“替换”得越多。 

数据分析表明，改革后的两个时期间，在先赋性配对减低、自致

性配对增强的同时，代际继承的强度不是不变的，男性（父子间）的

代际继承性有显著上升，女性（父女间）则无明显变化。这意味着，

虽然门当户对的先赋性配对在弱化，但旧不平等结构沿着父子关系的

纵向传递水平有所提高。同时，作为父代地位的男性继承者，又在子

代层面通过自致性匹配的提高而巩固着新不平等结构（同时，也再生

产着继承的旧不平等结构）。这样一种不平等结构传递的特征可以概

括为“父系再生产强化”模式。本质上，它是男性代际继承和子代阶层

“替换”双重固化效应的结合。在这一模式下，社会整体开放性水平难

以有效地提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经济体制转型对于社会开放性的不同领域，

如代际流动、职业流动、婚姻配对等，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可能不尽

相同。本文仅从婚姻匹配这一角度为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变迁历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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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特征做一初步、间接的估计。结论是否全面、可靠，无疑有待进

一步资料和更多相关研究成果的验证。但转型时代剧烈的社会分化和

市场不确定性压力对于社会开放性进程和个体选择的深刻影响，无疑

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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